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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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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相应回归模型,考察了居民消费、环境污染与人口结

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第一,对不同地区

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主要污染物有所不同,即使在同一地区,对该地区城乡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主要污染物也

不尽相同;第二,农村居民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反应更为敏感.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与环境污染的共同作用

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变化,上述效应会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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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恶化问题突出,并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十九大

报告将“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明确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凸显出国家转变发展方式、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决心.提高人

民消费水平是经济建设的工作重点,保护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工作重点,研究二者在经济发展

中的相互影响,有利于实现促进消费与保护环境双赢.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面

二胎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革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口年

龄结构在环保与消费问题中的作用,对现阶段我国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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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早期对环境污染与消费的研究主要围绕健康人力资本展开,Grossman提出了健康资

本和健康生产函数概念[１],Cropper和 Greking等人将环境污染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并认为污染会影

响健康折旧率,这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２][３].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针对不同污染物对消费的影

响展开深入研究,例如Currie和 Walker认为公路电子收费系统通过降低周围空气污染物浓度从而

降低了孕妇的早产率,有助于提高新生儿健康水平,减轻这些家庭的经济负担[４].Paresh等人通过

分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发现一氧化碳、氢硫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医疗健康

消费支出存在正相关关系[５].Patankar和 Trivedi运用印度的数据研究发现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相

关医疗支出主要由居民承担,这种情况在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６].Isen等认为早期暴露在污染环

境里会通过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形成的方式影响成年后的收入水平,从而对生命周期内的消费产生

影响[７].
国内学者也对环境污染如何影响消费展开了深入研究.陆旸通过 VAR模型验证中国是否存在

减排与就业的“双重红利假说”,研究发现中国在短期内很难实现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够有效促进就

业[８].但闫文娟、郭树龙、史亚东通过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发现,目前仅有低水平的环境规

制不会损害就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能够有效实现环境规制与就业的双赢[９].李珊珊通过动态面板

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就业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关系,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

和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性[１０].上述文献都是通过“环境－就业

－收入－消费”途径最终对消费产生影响.此外,祁毓和卢洪友认为环境污染是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周

期影响国民健康的重要传导渠道[１１][１２].居民健康支出会影响他们的整体消费水平,张红伟、吉媛运

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城镇居民人均医疗消费占比提高会降低城镇居民消费在 GDP贡献中的

百分比[１３].唐琦和秦雪征的研究发现,医疗消费对不同类型非医疗消费的“挤出效应”存在差异,主
要是挤占了食品和衣着消费[１４].

国内外文献对环境污染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污染物、不同地

区、不同群体之间环境污染对消费影响的差异性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将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以中国省级数据为基础,研究不同污染物对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影响;第二,比较东中西部、城乡之

间环境污染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个性差异,并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第三,进一步研究环境污染和

人口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共同作用.

二、理论分析

(一)环境污染对消费的影响途径

１．直接途径.环境污染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消费的直接途径包括:(１)环境污染

通过诱发人类各种疾病增加居民的医疗消费支出.(２)居民为防止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的负面影响

而增加消费支出.上述影响通常表现为医疗保健消费对于其他种类消费的“挤出效应”,这种效应通

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两个渠道对其他消费产生影响,并减少家庭储蓄[１４].(３)环境污染可能

会导致居民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观念发生转变.随着环境被破坏导致异常天气(如雾霾、沙尘暴等)、恶
性污染事故等事件频发,居民出于自身健康的考虑会偏爱优质食品(例如无公害产品)、防污产品(例
如空气净化器)以及寻求更好居住环境等从而增加消费支出.一般而言,收入与科学文化水平更高的

城市(如东部地区),此类消费支出会高于相对落后的乡村(如中西部某些地区).

２．间接途径.环境污染可通过“环境污染—就业—收入—消费”间接途径影响居民消费.本文在

李梦洁和杜威建提出的污染企业生产模型基础上[１５],引入环境污染对劳动力的影响,构建污染与就

业间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Xp
αHLβ (L－HL)δKγ (１)

式(１)中,Y代表污染企业产出,Xp代表企业污染治理投入,L代表企业劳动力,HL代表企业拥

有的健康劳动力,L－HL则代表非健康劳动力,K代表企业其他资本投入,α、β、δ、γ分别代表不同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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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要素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率,弹性系数取值均在０到１之间.由此厂商利润函数可表述为:

π＝PY－CXp－WL－MK (２)
式(２)中,P代表产品价格;C代表污染治理投入的单位成本,包含污染治理费用、污染税、排污权

价格、违规排污罚款等,该项变量以及企业污染治理投入量Xp与企业所处自然环境、当地环境规制强

度、企业家责任等因素相关,特别是污染越严重或是环境规制越强的地区,C的值越大;一般来说,尽
管健康劳动力与非健康劳动力对产出的贡献率不同,但是企业通常会支付无差异的劳动报酬 W;M
为其他资本品的价格.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则存在:

∂π
∂Xp

＝０ (３)

∂π
∂HL＝０ (４)

联立式(３)和式(４),整理得劳动力投入与污染投入的表达式:

HL＝ β
αWCXp (５)

同时,污染投入量又与污染的单位成本存在着负相关的函数关系,即:

Xp＝f(C) (６)
根据式(６),对式(５)中的C求偏导数,可以得出污染成本对于劳动力投入的影响:

dHL
dC ＝ β

αWXp(１－εCXp) (７)

同理,重复式(３)~(７)过程,对于非健康劳动力(LＧHL)来说,也存在:

d(L－HL)
dC ＝ β

δWXp(１－εCXp) (８)

式(７)、(８)中,εCXp代表污染治理投入的成本弹性,由于α、β、δ、W、Xp均为正数,因此(７)、(８)式的

正负取决于εCXp的大小:当εCXp＞１即污染投入对于成本较敏感时,dL/dC＜０,劳动力投入与污染投

入呈负相关,即污染投入会挤占劳动力投入,减少劳动者的报酬;反之,当εCXp＜１即污染投入对于成

本不敏感时,劳动力投入与污染投入呈正相关,即污染投入会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由此可见,环境污

染成本会对就业造成影响,这种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态势,同时其通过就业影响可支配

收入,进而对居民的消费产生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确定性的.
(二)环境污染下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人口结构与环境污染通过非劳动力人口和劳动力人口两个途径影响居民消费,其中非劳动力的

影响途径为“人口结构—抵抗力—医疗健康支出”;而劳动力人口的影响途径为“人口结构－健康人力

资本—收入—消费”,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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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环境污染下人口结构对消费的作用路径

１．非劳动力人口渠道.一般来说,老人、儿童与中青年人相比体质更为脆弱,在受到污染影响时

更容易发生疾病.为了抵抗环境污染对身体的负面影响,这类人群用于医疗保健的消费会相应提高.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老人和儿童的消费倾向对于环境污染冲击的反应更为敏感,这种反应一般表

现为该类人群消费倾向的提高,且消费倾向的提高更多地体现在财富的消费倾向上.

２．劳动力人口渠道.环境污染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健康状况从而对消费产生影响.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式(７)和式(８)绝对数值的大小取决于健康劳动力与非健康劳动力对企

业生产的贡献率,而非健康劳动力的贡献率δ要小于健康劳动力的贡献率α,即在同等情况下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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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要大于式(７),这说明企业污染治理投入对非健康劳动力的影响更大,企业若增加污染治理的

投入,可能会对非健康劳动力的收入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从而更大幅度地降低非健康劳动者的消费

水平.
其次,将式(１)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 Y的增长的相对量与其他变量增长相对量之间的关系:

lnY＝αlnXp＋βlnHL＋δln(L－HL)＋γlnK (９)
由式(９)可知,此时劳动力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两个方面:健康劳动力、非健康劳动力的增长

率lnHL与ln(L－HL),上述两类劳动力对应的贡献率β和δ.当环境污染严重时,不仅会降低健康

劳动力的增长率,提升非健康劳动力的增长率,而且会进一步降低非健康劳动力的贡献率δ(例如患

病员工的工作效率下降),减少产出.但是企业在经营中却需要支付给非健康劳动力大于等于健康劳

动力的工资(如带薪病假),由此导致企业收入的减少与非健康劳动力被解雇风险的增加,进而影响居

民收入水平,从而对消费倾向产生影响.通常情况下,年长的劳动力体质偏弱,更容易在环境污染的

状况下转换为非健康劳动力,从而引起上述效应.

三、模型构建、变量及数据处理说明

(一)计量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了探究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Cit＝α＋β１EPit＋β２FYBit＋β３(EP􀅰FYB)it＋β４Xit＋μi＋εit (１０)
式(１０)中,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Xit为控制变量,μi 代表地区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具体变

量含义如下:

１．因变量

因变量(C)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如上文所述,环境污染会对居民人均消费总量和医疗保健消

费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由于城镇地区与农村地区环境污染类型及程度的不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的人均消费总量和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设定因变量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总量

(CC,单位:元,下同)、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CC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总量(CV)和农村居民

人均医疗保健消费(CV１).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环境污染变量(EP).本文选取中国环境保护部规定的化学需氧量(COD,单位:万吨,下同)、
氨氮排放量(AD)、二氧化硫排放量(EYHL)和氮氧化物排放量(DY)进行衡量.此外,近几年雾霾天

气引起民众广泛关注,对消费支出有一定影响.因此,本文也选取雾霾天气主要成分工业烟(粉)尘排

放量(YC)作为环境污染变量.为了消除异方差等影响,上述变量都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２)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人口抚养比(FYB,又称负担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

数之比(包括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能够较好体现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了更好地讨论环境污

染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采用环境污染与人口年龄结构交互项进行考察,本文选取与

生活直接相关的烟尘与人口抚养比交叉项(FYB􀅰LNYC)加入模型.

３．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测度环境污染、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

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环境规制强度(HJGZ)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为城市可支

配收入(INCC,单位:元,下同)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INCV),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为当年地区生产总

值(GDP),环境规制强度(HJGZ,单位:百分数)采用当年环境治理投资与该地区当年 GDP之比

表示.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

研究选取了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之外的中国３１个省级行政单位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共６年数据,故每个变量的样本容量为１８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６



年)与中国环境保护部官方网站,部分数据由作者整理计算.为消除异方差等因素影响,除人口抚养

比、环境规制强度以外的变量数据都进行对数处理.为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表１中所列为原始数据

的各项统计指标.
　表１ 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标准差

CC １８６ １６６９７．２３ １５９０９．７１ ３６９４６．１０ ９６１３．７９ ４９８８．３７
CC１ １８６ １１２０．０３ １０６８．１９ ２３６９．５３ ３８５．６３ ３６８．６１
CV １８６ ６６４０．８９ ５８９８．１５ １６１５２．３０ ２０８８．４８ ３１０２．２８
CV１ １８６ ６１４．６０ ５５６．５５ １９９０．７１ ６５．７８ ３０３．３３
GDP １８６ １９２２８．４８ １５６９３．７５ ７２８１２．５５ ５０７．４６ １５２７０．５９
INCC １８６ ２４１４４．５９ ２３１３２．２４ ５２９６１．９４ １３１８８．５５ ７３４３．８８
INCV １８６ ９１０３．７９ ８３３７．０７ ２３２０５．２１ ３４２４．６５ ３９００．２１
COD １８６ ７７．１０ ７２．６１ ２０１．６３ ２．５７ ５０．５４
AD １８６ ８．０５ ６．０９ ２３．５２ ０．３３ ５．２８
EYHL １８６ ６７．０６ ６０．１０ １８８．１１ ０．４２ ４２．５５
DY １８６ ７１．１４ ５８．６８ １８０．０６ ３．８３ ４５．３３
YC １８６ ４４．８９ ３６．３２ １７９．７７ ０．４５ ３３．３９
FYB １８６ ３４．８７ ３５．８６ ５１．０４ １９．２７ ６．５５
HJGZ １８６ ２．０４ １．９７ ４．５２ ０．７１ １３．２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变化趋势如图２所示.全国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水平从１３４７１．４５元上涨至２１３９２．４元,人均医疗保健消费从８７１．７７元上升到１４４３．４
元.此外,２０１２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全国居民人均总消费的增长

速度,医疗保健消费占总消费比重呈现出稳中有增的态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也逐渐加大,环境监管与环境规制日

益严格.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间,除烟尘粉尘(YC)外,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化物排放量(AD)、二氧化

硫排放量(EYHL)和氮氧化物排放量(DY)四种主要污染物都呈现出下降趋势,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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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总消费、医疗保健消费总量

!"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1600
1400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COD AD EYHL DY YC

图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环境部公布的四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回归中可能存在消费与污染反向因果关系的问题,对此本文做了如下处理:(１)变量选取.
本文尽量选取与消费并无直接关系的工业生产污染变量,最大限度减少反向因果关系.(２)大样本理

论.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 H０ 为“所有变量均为外生”.如果该假设通过检验,则说明在大样本条

件下,工具变量估计参数βⅣ 与原模型估计参数β均收敛于真实值,此时可直接采用原方程.(３)工具

变量法.回归方程采用环境污染变量的一阶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
进行回归.第一阶段中以环境污染变量一阶滞后项参与回归得到当期污染物估计值;第二阶段,用当

期污染物的估计值代替一阶滞后项进行回归,以消除消费对环境污染的反向因果关系.
为了检验数据平稳性,对变量进行单位根与协整检验,数据在一阶差分后平稳且通过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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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变量平稳性较好.在模型选择上,通过 Hausman检验确定回归方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还
是随机效应模型(RE).为消除异方差影响,如不特殊说明,回归方程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
在反向相关关系上,对未通过 Hausman检验的方程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SLS)进行回归.在回

归结果评价方面,联合显著检验统计量伴随概率均为０,表明模型回归效果好(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列

出所有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本文使用的计量软件为STATA１４．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２和表３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与环境污染和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回归结

果,并考虑了东中西部的区域差异.表２中,模型Ⅰ反映了总消费支出与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之间的

关系;模型Ⅱ反映了城镇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模型Ⅲ~Ⅴ分别列出

了东、中、西部居民总消费与环境污染、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不特殊说明,其他表中回归结果的说

明与此类似,故不一一列出.

１．污染物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１)不同污染物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程度有差异.例如,对比模型Ⅰ与模型Ⅵ,发现化学需氧量、
氮氧化物排放量这两种污染物变量系数符号相同,但模型Ⅵ中同一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模型Ⅰ,
说明在农村污染物排放量每变化１％,将会引起农村居民总消费更大幅度的变化.可能的原因是,相
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环保基础设施、污染监管力度以及环保技术水平上都要落后于城市;更多污染

严重企业被转移到农村,给农村造成更大环境压力.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对环境污染的反应更为敏

感,污染会对居民收入造成的影响更大,这也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对于污染的反应更为强烈.此

外,模型Ⅰ中烟(粉)尘排放量的系数绝对值大于模型Ⅵ,说明城镇居民消费对烟粉尘污染更为敏感.
　表２ 城镇居民消费、环境污染与人口结构之间关系

Ⅰ
总消费

Ⅱ
医疗保健消费

Ⅲ
东部

Ⅳ(２SLS)
中部

Ⅴ
西部

常数项 －１．８７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２２
(０．２１６８)

－３．６１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２３１∗∗∗

(０．００００)

LNINCC ０．８９８６∗∗∗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１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１９∗∗∗

(０．００００)

LNGDP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５０６)
０．２４８０∗∗∗

(０．００２４)
０．１４０６∗∗∗

(０．００２３)
０．１１５９∗∗∗

(０．００６３)

LNCOD ０．４５１６∗∗∗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９９
(０．４２３５)

０．４５１３∗

(０．０９７４)
１．１８３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８７３∗∗∗

(０．００００)

LNAD －０．０３２７
(０．７７６６)

０．６０１３∗∗

(０．０４８１)
０．１９２１
(０．３１５１)

－０．２３３３
(０．２５９６)

－０．０９１７
(０．５５９９)

LNEYHL －０．０３２４
(０．２３０８)

－０．０２２５
(０．８３４０)

－０．１８０５∗∗

(０．０４４６)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２５５
(０．１７０９)

LNDY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２４７)
－０．２８９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１６７７∗∗

(０．０２１５)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８４０∗∗

(０．０３３４)

LNYC ０．１５６６∗∗∗

(０．００２８)
０．１１８５∗

(０．０８６２)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４５９)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２５７)
０．１１２６∗∗

(０．０４００)

HJGZ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２３６２)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６９４)

FYB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７６９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２５３２)

FYB􀅰LNYC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６８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１３７１)

F检验 ７２４．３２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８１．９９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２．９３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４．４４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８１．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０)

Adj．R２ ０．９９３５ ０．９４４５ ０．９８９６ ０．９８７６ ０．９９６７
D．W． １．５０６８ １．９６５９ １．６３１５ ２．０６６２ １．６４４２
模型选择 FE FE FE RE FE

　　注:括号中为变量系数t检验中统计量的收尾概率,∗、∗∗、∗∗∗分别代表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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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农村居民消费、环境污染与人口结构之间关系

Ⅵ
总消费

Ⅶ(２SLS)
医疗保健消费

Ⅷ
东部

Ⅸ(２SLS)
中部

Ⅹ
西部

常数项 －１．９０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５３０
(０．１８５８)

－１．２９００∗∗∗

(０．００００)

LNINCV ０．９７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８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５３９∗∗∗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９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４１６∗∗∗

(０．００００)

LNGDP ０．３７７７∗∗∗

(０．０００３)
－０．１１４２
(０．３７４３)

０．９６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７５０∗∗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８５０
(０．６６７５)

LNCOD １．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９３１７∗∗∗

(０．００７４)
１．０１４４∗∗∗

(０．００６７)
１．１１７６∗

(０．０９２２)
２．５１６７∗∗∗

(０．０００２)

LNAD －０．２００６
(０．４０４９)

０．１５０９
(０．６４２４)

０．１８０１
(０．５２４８)

－０．５６９７
(０．２７５９)

－１．０２６１∗∗

(０．０４６６)

LNEYHL －０．０１３０
(０．８２７４)

０．２９６０∗∗∗

(０．００５２)
０．４５２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６３８９∗∗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３０６
(０．７７４２)

LNDY －０．３４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８１３∗

(０．０８９５)
－０．６９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７
(０．８９６９)

－０．３１５５∗∗

(０．０２３６)

LNYC ０．１０３５∗∗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５５３∗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７８７
(０．３５３４)

－０．４８３１∗∗

(０．０３５１)
０．４０２０∗

(０．０７３４)

HJGZ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８４４)
－０．０１５１
(０．８４２４)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２)
－０．０１２１
(０．７９４６)

FYB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９５０)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９４８)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４６１∗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６１１)

FBY􀅰LNYC －０．００２２
(０．９１８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１７５
(０．１６４０)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６３５)

F检验 ３７６．０６２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１．８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４６８．９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７９９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５．１５２１∗∗∗

(０．０００)

Adj．R２ ０．９８７５ ０．９７８０ ０．９９２７ ０．９８１１ ０．９７８８
D．W． １．７７９７ １．９２８２ １．７５２１ １．６６８９ １．８０２１
模型选择 FE RE FE RE FE

(２)不同污染物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正负方向不同.在模型Ⅱ中氮氧化物排放量、烟(粉)尘排

放量和交叉项与模型Ⅶ中所对应变量系数相反,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污染对消费的直接影响是造成这一差异的重要原因.由于环境污染增加,居民健康状况变

差,导致工作能力与收入下降,这就是环境污染的“收入效应”;同时,如果居民健康状况变差,会将更

多资金用于储蓄与购买健康保险,降低了居民当期消费意愿.环境污染也会直接促使消费者增加当

期医疗保健消费,挤占其他方面支出,这就是环境污染的“替代效应”.当污染物对于医疗保健消费的

“收入效应”比“替代效应”显著时,污染物变量与医疗保健消费同向变化,符号为正;反之,则为负.
其次,环境污染成本通过“就业—收入”路径传导对消费产生影响,根据上文中对式(７)和式(８)的

分析可知这种影响取决于污染投入的成本弹性.由于城乡之间在产业部门、技术水平、污染处理方式

等方面存在差异,氮氧化物、烟尘这两种污染物的污染处理投入成本敏感程度可能是相反的,这是造

成两组变量符号不同的重要原因.
最后,环境污染分别导致非劳动力人口和劳动力人口的消费倾向上升或下降,非劳动力人口和劳

动力人口比重最终决定环境污染与人口抚养比交叉项的净效应.农村劳动力在总人口中占比更大,
农村人口结构与环境污染的综合影响主要反映在环境污染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上,故交叉项在模型

VII中符号为负;相反,在模型Ⅱ中交叉项符号为正.

２．污染物对于居民消费影响的区域差异

对比东、中、西部,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污染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回归显

著与否和显著性水平上,表明对东、中、西部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主要污染物是不同的.东、中、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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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结构的不同、生活习惯的差别是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雾霾主要成分的

烟(粉)尘排放量在多数模型的回归结果中都是显著的,这说明以雾霾为代表的空气污染已经成为影

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治理雾霾对于提高人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３．污染物与人口结构对消费的共同影响

通过对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结构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影响更显著.第一,从总消费

方面,抚养比变量在模型Ⅰ中显著性(１％)程度要远远高于模型Ⅵ(１０％).第二,抚养比对医疗保健

消费影响都是正向且显著的,在城镇方程中抚养比变量系数明显大于农村,表明城镇中老人儿童比农

村同类人口医疗消费水平更高.第三,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抚养比变量是显著的,而对于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一变量是显著性水平较低甚至是不显著的.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在物质条件上,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的医疗资源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在质量上都高于其他地

区,居民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收入较高,更加关注儿童、老人

身体健康,同时更有能力承担应对环境污染的消费支出.在精神层面上,城镇、东部等经济社会发展

较高的地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较高,对环境污染信息与知识了解更为充分,从消费心理上更愿意支

付更多医疗保健支出,而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则相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分别采取替换变量和分位数回归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１．变量替换.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单位:元)代替各地区的 GDP总量来反应当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选取废水排放总量(FS,单位:万吨)对废水中主要污染物变量化学需氧量(COD)与氨氮

排放量(AD)进行替换.通过回归发现,在系数符号、显著性方面,替换变量后的模型与原模型相比没

有明显差异,表明从稳健性角度来看,本文的实证结果是有效的,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经济发展水平及污染状况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Ⅺ
总消费

ⅩⅡ
医疗保健消费

ⅩⅢ
总消费

ⅩⅣ(２SLS)
医疗保健消费

常数项 ０．４１５６
(０．１９３３)

－１．９６７３∗

(０．０８６８)
－４．４８４８∗∗∗

(０．００００)
－８．２４３∗∗∗

(０．００００)

LNINC ０．９３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４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２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１６∗∗∗

(０．００００)

LNPGDP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７１５)
－０．０３２８
(０．７６３７)

０．０５５４
(０．３１７６)

０．１１５９
(０．３９６２)

LNFS －０．０７７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６７６∗

(０．０７３１)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６８５∗∗

(０．０３６９)

LNEYHL ０．００１１
(０．９６３８)

０．０１０３
(０．９２３８)

０．１１９８∗

(０．０５５４)
０．１８９２∗

(０．０６０７)

LNDY ０．０２４２
(０．３１４３)

－０．１６４６∗

(０．０６８９)
－０．０７６１
(０．１９９８)

０．０４２７∗

(０．０６３４)

LNYC ０．１６６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３９８)
０．１３２４∗

(０．０７１７)
－０．０１０１
(０．９９４８)

HJGZ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２５４
(０．７３２５)

０．００８５
(０．６６３８)

FYB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１３８４)

０．２２５９
(０．１１１７)

FYB􀅰LNYC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５０９)
－０．００１７
(０．６５５８)

F检验 ８０２．０８６３∗∗∗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１８８８∗∗∗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３．８９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３．９４３９∗∗∗

(０．００００)

Adj．R２ ０．９９４０ ０．９４９５ ０．９８８６ ０．９７４１
D．W． １．７６１４ １．６０９１ １．６４６３ １．７５８５
模型选择 FE FE F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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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分位数回归.稳健性检验的另一种方法是对估计模型进行变换,分位数回归不易受到极端值

影响,具有较好稳健性.本文通过对原模型进行１/４分位数、中位数、３/４分位数回归.以模型Ⅰ为

例(见表５),通过分位数回归与原模型进行比较,发现分位数回归中大多数变量符号、显著性水平与

原模型一致,说明模型受极端值影响不大,具有较好稳健性.其他模型的回归结果与之类似,考虑到

篇幅关系,故不一一列出.
　表５ 模型Ⅰ分位数回归结果

QRＧ２５ QRＧ５０ QRＧ７５ 模型Ⅰ

常数项 －１．４８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３７７∗∗∗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７９０∗∗∗

(０．００００)

LNINCC １．５０４７∗∗

(０．０５６０)
０．９５３７∗∗

(０．０３９０)
０．８８２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８９８６∗∗∗

(０．００００)

LNGDP ０．０６４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０１０)
０．１８７８∗∗∗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１２１)

LNCOD ０．５７２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１２１
(０．９５０１)

０．０４１０∗∗

(０．０３５６)
０．４５１６∗∗∗

(０．０００)

LNAD －０．０７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０８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３１６
(０．８０３３)

－０．０３２７
(０．７７６６)

LNEYHL －０．０６９０
(０．８０８０)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４５０)
０．１４９２
(０．２７１０)

－０．０３２４
(０．２３０８)

LNDY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７４９∗∗

(０．０２４７)

LNYC ０．５８０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２２７∗∗∗

(０．００３０)
０．１８２３∗∗

(０．０４９０)
０．１５６６∗∗∗

(０．００２８)

HJGZ －０．０６６８∗

(０．０５０２)
－０．１４８８∗

(０．０９９６)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４１７)

FYB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１７２∗∗∗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０２８)

FYB􀅰LNYC －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３)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相应回归模型,考察城乡居民消费、环境污染与人口

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对居民消费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随城乡、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等条件不同呈现出差异性,但在诸如雾霾等污染影响时,又具有共性.人口结构与环境污染共同

作用,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更为明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当

前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效应日益凸显.为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我们必须逐步“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

策建议:
首先,考虑到环境规制对于居民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应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对于消费的“挤出效

应”.制定环境政策时,不应只考虑企业反应,也应该制定针对居民的相关政策.例如,在对环境污染

严重地区多征收环境污染税费的同时,对该地区居民通过补贴、优惠税收等方式给予补偿,以减少环

境规制通过“就业—收入”的影响途径对居民消费造成冲击.
其次,因地制宜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注城乡二元结构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环境

污染影响效应的差异.对于环境规制的政策、标准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城
乡居民收入差异等经济性因素,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相结合,使环境状况与经济状况都能平稳向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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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例如,在环境污染对消费“挤占效应”不明显的中西部地区,应该保护与开发并重,提高居民生活

水平;相对于污染效应较为严重的东部地区,应该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合理制定更多补贴政策,以缓解

环境治理对于居民生活的冲击.
最后,根据本文有关于人口结构与环境污染共同作用的研究,建议制定与人口政策紧密相关的环

境政策,以实现人口结构优化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例如,对于经济发达、环境污染严重的东部

地区,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都会通过非劳动人口渠道加重环境污染对消费的

影响,可以调整东部地区学生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相关政策,以减轻生育二胎家庭、退休人员

的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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